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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二战后黄金年代期间美国贫困率显著下降， 但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

美国贫困率在波动中回升。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明斯基关于贫困问

题的研究， 首先区分了美国反贫困计划的狭义和广义范畴， 指出了明斯基不仅作为

结构主义学者反对狭义反贫困计划背后的文化贫困理论， 而且作为后凯恩斯主义学

者系统批判了广义反贫困计划背后的大政府制度及作为基础的新古典综合理论， 展

现了将贫困问题和金融不稳定问题结合起来研究的独特视角； 其次， 批判性地指出

明斯基所推崇的最后雇主政策虽然在成本收益核算上具有可行性、 有助于消除贫困

和维护金融稳定， 且得到了后凯恩斯主义学者和制度主义学者的继承和拓展， 但囿

于充分就业的内在制度限制， 其在宏观经济政策史上并未从政策选项转化为预算和

行动， 而且在经济危机的推动下有反过来被新自由主义俘获和滥用的可能； 最后通

过与美国的比较分析表明， 中国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共产党领导的宏观经济治

理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延续性， 使中国更具制度优势创造性地借鉴明斯

基提出的包括最后雇主政策在内的反贫困方案， 为消除贫困、 推动共同富裕提供有

力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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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在 ２０ 世纪 ５０—６０ 年代这一资本主义黄金年代后期， 美国经济持续高速增

长， 但国内依然存在严重的贫困问题。 基于学者、 工会和政府部门的统计结

８７



果，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美国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 ２０％—２５％ ， 在丰裕社

会中存在着另一个贫困的美国 （Ｈ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 １９６８： １７８）。 美国国内黑人民权

运动、 工会运动、 青年学生运动、 反战运动和新左派运动风起云涌， 社会亚

文化群体奋起抗争， 要求为贫困群体、 黑人群体和各类亚文化群体提供更平

等的社会经济机会。 此时就国际背景而言， 一方面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兴起，

特别是非洲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使实行种族歧视政策的美国处于难堪

的境地； 另一方面美苏两国处于冷战状态， 二者开展军事竞赛和经济竞争，

在反贫困的推进上也隐隐较劲。 为了向资本主义体系的批评者证明该经济体

系的成功， 削弱社会主义国家广泛的社会福利制度对本国工人阶级的影响，

进而阻止共产主义在美国的传播，① １９６４ 年美国约翰逊政府发布了 “向贫困

宣战” （Ｗａｒ ｏ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 计划， 旨在使美国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完成此壮举的国

家。 根据美国官方贫困率的统计， 自 １９５９ 年至 １９７３ 年， 美国贫困率从 ２２. ４％

下降至 １１. １％ ， 但贫困率无法进一步从 １０％ 降低至 １％ 。 这意味着这一时期

的经济繁荣依然无法触及底层这 １０％ 的人口， 美国反贫困的努力和政策具有

不彻底性。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新自由主义改革以来， 美国贫困率在波动中回

升， 维持在 １０％—１６％之间的水平， 黄金年代贫困率下降的趋势并没有长期

持续下去。② 时任美国总统里根无奈地哀叹道： 我们向贫困宣战， 结果贫困赢

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２０１９）。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后， 美国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日益显著， 经济停滞、

长期失业和就业不稳定成为越来越大的隐患， 贫困问题尤其是乡村贫困问

题依然突出 （左晓斯， ２０１９）， 但解决贫困问题的政策选项和理论框架与反

贫困计划的时代几乎相同， 由此来看对反贫困计划的研究与当下时代依然

息息相关。 在关于反贫困计划的诸多研究中， 海曼·明斯基 （ Ｈｙｍａｎ Ｐ.

Ｍｉｎｓｋｙ） 将贫困问题和金融不稳定问题结合起来的研究视角独树一帜。 明

斯基以其金融不稳定研究闻名于世， 在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 很多学

者转向其金融不稳定假说以寻求对危机的解释。 实际上， 明斯基对贫困问

题的研究并不逊色于他对金融不稳定的研究， 他于 ２０ 世纪 ６０—９０ 年代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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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美国的社会福利计划也被视为 “冷战的产物”。 参见 Ｇｅｌｆａｎｄ （１９８１：
１２６—１５４）。
美国 １９５０—２０２３ 年贫困率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１９５０—２０２３ 年美国贫困率

资料来源： １９５０—１９５８ 年数据来源于 《给总统的经济报告： 在繁荣的经济中消除贫困》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Ｃｏｍｂａｔｉｎｇ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ｎ ａ 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ｕ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 引自 Ｍｕｒｒａｙ （１９８４：
２４５）； １９５９—２０２３ 年数据来自美国普查局 ２０２３ 年报告， 请参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ｅｎｓｕｓ. ｇｏｖ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２０２４ ／ ｄｅｍｏ ／ ｐ６０ － ２８３. ｈｔｍｌ。

成了一系列关于贫困问题的文章和手稿。 佩里·梅林 （ Ｐｅｒｒｙ Ｍｅｈｒｌｉｎｇ） 指

出明斯基在芝加哥大学攻读本科学位时， 奥斯卡·兰格 （Ｏｓｋａｒ Ｒ. Ｌａｎｇｅ）
的社会主义模型和詹姆斯·西蒙斯 （ Ｊａｍｅｓ Ｈ. Ｓｉｍｏｎｓ） 的金融社会共同构

成了其乌托邦图景的核心特征。 前者指向了其对消除贫困、 实现完全就业

和共同富裕等问题的研究， 后者指向了其对金融结构、 维持金融稳定等问

题的关注 （Ｍｅｈｒｌｉｎｇ， １９９９）。 正如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研究揭示了已有金

融理论和金融改革的局限性一样， 其贫困问题研究也阐明了传统公共政策

和新古典综合理论在应对贫困问题上的持续失败。 明斯基的贫困问题研究所

蕴含的学术价值日益得到了学术界尤其是支持现代货币理论的后凯恩斯主义

学者 的 重 视。 国 外 学 者 如 季 米 特 里 · 帕 帕 季 米 特 里 乌 （ Ｄｉｍｉｔｒｉ Ｂ.
Ｐａｐａｄｉｍｉｔｒｉｏｕ）① 等将明斯基关于贫困和充分就业的部分研究论文编纂成册

（Ｍｉｎｓｋｙ， ２０１３）； 兰德尔·雷 （Ｒａｎｄａｌｌ Ｗｒａｙ） 作为拥护现代货币理论的代

表性学者， 在介绍明斯基理论的著作中专门开辟一章论述贫困和失业的内

容 （Ｗｒａｙ， ２０１６： １０９—１３６）， 并在其现代货币理论的著作中将这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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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功能财政理论结合起来 （Ｗｒａｙ， ２０１５： ２２１—２２９）； 也有巴德学院利维

经济研究所的一些学者 （ Ｔｃｈｅｒｎｅｖａ， ２０１２； Ａｎｔｏｎｏｐｏｕｌｏｓ， ２００７） 进一步细

化明斯基关于完全就业和消除贫困的政策建议。 国内有学者， 如李黎力

（２０１７） 将贫困和就业理论视为明斯基宏观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刘新

华、 彭文君、 贾根良 （２０２２） 高度赞赏了明斯基的最后雇主 （ ｅｍｐｌｏｙｅｒ ｏｆ
ｌａｓｔ ｒｅｓｏｒｔ， ＥＬＲ）① 方案主张。 也有一些学者翻译了明斯基及其后继者的相

关研究 （明斯基， ２０１８； 贝尔、 雷， ２００５）。
本文系统梳理了已有文献关于明斯基贫困问题的研究， 有以下三点发现。

第一， 已有研究倾向于聚焦明斯基对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批判， 忽视了其

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开展贫困问题研究时与文化贫困理论的论战。 第二， 少数研

究发现明斯基的贫困问题研究包含了金融不稳定假说的基本要素， 但没有详

细探究明斯基的贫困问题研究和金融不稳定研究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 明斯

基在此基础上对黄金年代公共政策有效性做出的具有预见性的理论判断， 以

及明斯基为推翻新古典综合理论作为公共政策指南而进行的持续批判。 第三，
国外进步学者倾向于继承并细化明斯基的最后雇主方案， 但对于这一方案在

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限制鲜有探讨。 同时部分国内学者主张在国内实行明斯

基的最后雇主方案， 但对于中国所具备的制度条件分析不足。 在此基础上，
本文尝试做出以下三个边际贡献： 首先， 区分美国反贫困计划的狭义和广义

范畴， 指出明斯基不仅作为结构主义学者反对狭义反贫困计划背后的文化贫

困理论， 而且作为后凯恩斯主义学者系统批判了广义反贫困计划背后的大政

府制度及作为基础的新古典综合理论， 尤其展现了将贫困问题和金融不稳定

问题结合起来研究的独特视角； 其次， 批判性地指出明斯基所推崇的最后雇

主政策虽然在成本收益核算上具有可行性， 有助于消除贫困和维护金融稳定

并得到了后凯恩斯主义学者和制度主义学者的继承和拓展， 但囿于充分就业

的内在制度限制， 其在宏观经济政策史上并未从政策选项转化为预算和行动，
而且在经济危机的推动下有反过来被新自由主义俘获和滥用的可能； 最后，
通过与美国的比较分析表明， 中国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共产党领导的宏

观经济治理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延续性， 使中国更具制度优势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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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也被翻译为最终雇佣人和最后雇佣者， 参见帕帕迪米特里欧、 瓦莱 （２０１１） 和刘磊

（２０１９）。



造性地借鉴明斯基提出的包括最后雇主政策在内的反贫困方案， 为消除贫困、
推动共同富裕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二、 探究反贫困计划失败的根源

在狭义上， 美国 “向贫困宣战” 计划指 １９６４ 年 ８ 月通过的 《经济机会

法》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ｐｐｏｒｔｕｒｎｉｔｙ Ａｃｔ）， 包括为贫困家庭儿童提供学龄前教育的培

训计划、 为城市失业青年提供职业训练与再训练计划、 为穷人提供组织管理

机会的社区行动计划、 招收并培训服务于反贫困计划的志愿者， 以及创建实

施反贫困计划的经济机会局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ＯＥＯ）。 从广义

上讲， 反贫困计划应该包括约翰逊政府沿袭二战后黄金年代期间美国政府的

干预主义立场， 通过大政府制度 （包括福利国家与社会转移项目以及凯恩斯

主义需求管理） 旨在解决贫困问题、 建设 “伟大社会” （Ｇｒｅａ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 的整

体施政纲领。

（一） 关于贫困根源的两种解释

１９６４ 年 １ 月 ８ 日， 约翰逊总统在其首次国情咨文中宣布 “对贫困无条件

宣战”， 随后 《经济机会法》 被提交给国会。 这一计划酝酿于肯尼迪政府时

期， 当时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ｄｖｉｓｅｒｓ， ＣＥＡ） 在政策

设计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经济机会法》 试图提升失业者的教育水平和劳动技

能， 旨在通过一系列对失业者的就业激励措施使其对私人部门的雇主而言更

具吸引力。
“向贫困宣战” 计划不仅是旨在帮助穷人摆脱贫困的项目， 而且揭示了计

划背后的制定者和决策者如何看待贫困和不平等的根源。 该计划建立在自由

主义的 “文化贫困”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ｏｖｅｒｔｙ， 也被译为贫困文化） 命题的基础上，
也就是说该计划认为要想消除贫困， 就需要先改变穷人。 该观点的代表性人

物有奥斯卡·刘易斯 （Ｏｓｃａｒ Ｌｅｗｉｓ）。 战后的丰裕和社会科学领域的行为革命

从根本上塑造了文化贫困理论， 冷战时期对家庭的再理论化将家庭视为心理

不稳定的根源， 尤其是精神健康领域的专家太过关注穷人群体在认知上的性

格缺陷或精神缺陷， 而不是关注导致贫困和不平等的结构性成因 （ Ｒａｚ，
２０１３： １７４—１７５）。 这种将贫困根源归咎于个人失败并认为可以通过个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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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修正的观点， 深植于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中， 文化贫困

和人力资本等理论是其演变的现代版本。 这些理论的广泛影响使得很多了解

贫困的结构性经济成因的学者最终都会将个人的心理动态、 心理缺陷和缺乏

教育 视 为 贫 困 的 主 要 原 因 （ Ｏ'Ｃｏｎｎｏｒ， ２００１： ９９—１２２； Ｇａｌｂｒａｉｔｈ， １９９８：
２３５—２３７）， 进而忽视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 比如对美国贫困问题的结构性

原因有深入认识的迈克尔·哈林顿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 也说： 穷人有穷人的

语言、 穷人的心理、 穷人的世界观； 贫困， 意味着你是一个外人， 在一种与

主流文化截然不同的文化中长大。 他还认为， 把贫困视为一种文化、 一种生

活方式， 再恰当不过了 （Ｈ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 １９６８： ２３—２４， １２０）。 这种理论上的缺

陷既迷惑了大众对贫困根源的认识， 又被保守主义所利用， 进一步扩大了其

对政策的影响力。 以沃尔特·赫勒 （Ｗａｌｔｅｒ Ｈｅｌｌｅｒ） 和詹姆斯·托宾 （ Ｊａｍｅｓ
Ｔｏｂｉｎ） 为代表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有选择地接受了文化贫困理论并将其和

机会理论结合了起来， 将贫困归咎于个人缺陷 （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 ２０００： １１２—１１５，
１３０—１３１）。

制度主义者、 结构主义者和左翼分析家对此并不认同， 他们认为美国贫

困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失业， 失业的主要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系统本身而

非工人的缺陷， 因此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在于通过就业创造计划实现充分就

业。 持这一观点的代表性学者包括肯尼迪总统的经济顾问约翰·肯尼思·加

尔布雷思 （ Ｊｏｈｎ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Ｇａｌｂｒａｉｔｈ）、 威廉·维克里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 Ｖｉｃｋｒｅｙ） 和

明斯基等。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明斯基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与持结构主义观

点的劳动经济学家密切合作， 开展了关于削减失业和贫困的政策研究。 明斯

基认为 《经济机会法》 是一个从供给侧出发应对贫困问题的保守主义方案，
鉴于劳动力市场的技术结构和其他结构性变化将超过教育和再培训失业工人

的能力的提升， 因此他高度怀疑仅仅从就业供给侧出发提升工人质量的策略

就能解决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进而有效消除贫困， 他认为这一政策只能使贫

困散布得更为平均而已。 明斯基认为， 只有在消除了失业之后， 对劳动力的

培训和再分配才是有意义的， 因此他这样质疑其中的学前教育培训项目

（Ｈｅａｄ Ｓｔａｒｔ） ： 我们现在了解到， 发生在 ３—５ 岁孩子身上的事情对决定其成

人后的能力有关键影响， 因此， 学前教育培训对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而言必

不可少， 如果这一观点正确， 那么需要 １８—２０ 年的时间来实现这些项目的

成效； 这意味着当局尽管热心于未来效果不确定的学前教育培训， 却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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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就业创造方式来直接吸纳那些辍学的高中生 （ Ｍｉｎｓｋｙ， １９６５： １７５—
２００）。 正是基于这一判断， 明斯基指出反贫困计划从一开始就注定是要失

败的。
上述文化贫困理论关于贫困根源的解释暴露了美国改良主义传统的缺陷：

将贫困群体本身而非导致贫困的结构性因素视为贫困的根源。 随着文化贫困

理论战胜了对贫困的结构主义分析， 并成为美国政府推行反贫困计划主要依

据的理论基础， 一股强大的保守主义思潮再次在学术界、 思想界和政策界占

据主导地位。 经济顾问委员会对文化贫困理论的接受使其既可以对抗结构主

义的批判， 又能够维护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

（二） 对大政府制度解决贫困问题的辩证评价： 兼论黄金年代的隐忧

当时盛行的文化贫困理论对反贫困计划的失败负有重要责任， 但明斯基

对这一理论的批判仅仅一笔带过， 他更加重视的是支撑反贫困计划的更广阔

的社会经济实践及其背后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基础。
在二战后的一段时间内， 美国的贫困率出现了显著下降， 下降了约 １０ 个

百分点。 明斯基对大政府制度解决贫困问题的效果给出了一定程度的正面评

价。 首先， 他认可福利国家和社会转移等项目对不能工作和不应该工作的群

体 （包括老年人、 残疾人和贫困儿童等群体） 是必要的， 尤其是 １９６５ 年推行

的医疗补助计划 （Ｍｅｄｉｃａｉｄ） 和联邦老年人医疗保险制度 （Ｍｅｄｉｃａｒｅ） 降低了

老年人的贫困率。 １９２９—１９７５ 年， 经济中政府转移支付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

比例存在持续增长的趋势， 如图 ２ 所示。 其次， 明斯基指出凯恩斯主义需求管

理和投资主导型增长的确对降低失业率和消除贫困产生了有利影响。 战后时

期， 美国政府一直采用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 约翰逊政府在 １９６４ 年、
１９６５ 年、 １９６６ 年及 １９６８—１９６９ 年多次出台税收减免政策来刺激私人投资， 同

时通过各种政府合同来增加资本收入的确定性， 试图通过需求管理增加私人

部门就业， 以实现 ４％的失业率目标。 明斯基指出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尽

管没有直接对准穷人， 而是通过减税、 增加军事支出等方式直接有利于富人

和高收入者， 并通过涓滴策略试图消除贫困， 但依然降低了失业率， 并最终

改善了贫困状况。 他认为这一时期的就业增加包括军队的扩张是贫困减少的

主要原因， 贫困人口数量于 １９５９—１９６８ 年间从 ３８９０ 万人降低至 ２２００ 万人

（Ｍｉｎｓｋｙ， １９６９ａ， １９６９ｂ， １９６９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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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１９２９—１９７５ 年第 １ 季度美国个人可支配收入和政府转移支付

资料来源： Ｍｉｎｓｋｙ （１９７５）。

有支持文化贫困理论的学者看到贫困率在二战后的下降后便高呼反贫

困计划和凯恩斯主义政策的胜利 （Ｍｅａｄ， ２０２１）， 忽视了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以来贫困率便保持稳定、 难以下降的事实， 以及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之后的阶

段和 ２０ 世纪 ５０—７０ 年代之间的阶段作为两个连续的历史时期的内在联系。

明斯基认为凯恩斯主义高投资战略在缩小贫富差距问题上存在如下显著的

局限性。 第一， 从失业率来看，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美国并没有实现明斯基所谓

紧充分就业 （ ｔｉｇｈｔ ｆｕｌｌ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 水平即失业率低至 ２. ５％ （ Ｍｉｎｓｋｙ，

１９６５）。 即使投资繁荣伴随着越南战争， 失业率达到了最低水平， 但还是高

达 ３. ５％ 。 第二， 有利于资本收入的税收激励加剧了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不

平等。 政府的多次税收优惠刺激了投资繁荣， 私人投资出现了爆炸性增长，

在此情况下政府部门的赤字表明储蓄的产生依赖于私人部门， 卡尔多关系

（利润储蓄率高于家庭可支配收入储蓄率） 意味着收入分配会向利润倾斜，

更多收入流向利润， 从而加大利润 － 工资之间的差距。 第三， 在经济扩张

期间， 相对工资差距并没有缩小， 从二战以来的长视角来看还有所恶化。

在战后发达国家完成农民脱离土地、 向雇佣劳动者转变的城市化过程中，

随着大量无技能或低技能黑人劳动力向城市迁移， 行业内工资差异可能在

不断扩大。 而且， 政府对研发和教育支出的稳定增加以及对主导产业部门

的扶持， 增加的是对高技能、 高工资专业化劳动力的需求， 提高的是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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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的工资水平。 在整体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条件下， 低工资行业部门

的工资增长慢于这些高技能行业， 政府的支出结构扩大了行业间相对工资

差距， 加剧了劳动力内部的不平等。 明斯基发现： １９４８ 年， ２５ 个行业中有

１８ 个行业平均周工资水平处于制造业平均周工资水平上下浮动 ２０％ 的范围

内； 到了 １９６６ 年， 只有 １３ 个行业处于这一范围。 可以说， １９４８—１９６６ 年

间， 富裕行业倾向于变得更加富有， 贫穷行业则倾向于变得更加贫穷， 整

个分化过程在 １９５３ 年以来表现得更加明显， 如图 ３ 所示。

图 ３　 １９４８—１９６６ 年美国部分行业的行业平均周工资与制造业平均周工资比率

资料来源： Ｍｉｎｓｋｙ （１９６８）。

进一步地， 通过凯恩斯主义政策在贫困问题上取得的成果要想得以保持

并取得进一步收益， 就需要持续维持并改善这一时期的低失业状况。 但明斯

基极富预见性地指出， 凯恩斯主义政策在实现充分就业之前， 就会引发金融

不稳定和通货膨胀， 从而导致这一模式的自我终结。 自二战后至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

代， 企业在经济增长的环境中不断改善其预期， 以资本收入的规模和确定性

为目标的税收减免项目进一步增强了企业信心。 这样企业通过调整负债结构

和资产组合， 发展出了看似永无止境的投资意愿和近乎无限的为投资进行融

资的能力。 同时家庭、 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都变得愿意调整其资产组合， 以

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 由此对私人投资需求的发散性增长带来了债务融资驱

动的投资繁荣。 图 ４ 和图 ５ 分别表明， １９５０—１９７４ 年， 美国非金融公司和商

业银行的金融结构伴随投资繁荣出现了趋于不稳定的变化。 二战后黄金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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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这种发散性投资繁荣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周期性特征， 为了实现

并维持充分就业， 就需要抑制投资繁荣， 这要求政府或者引导需求使其不至

于产生大量的引致投资， 或者通过授权许可方式直接控制投资和金融市场。
现实中的美国政府采取了与之相反的行动， 依然坚持税收减免的刺激政策，
最终促使经济在实现明斯基所认定的紧充分就业之前就走向了一次次金融动

荡。 大政府制度防止债务紧缩和金融动荡进一步演变为深度萧条的举措会在

其后产生通货膨胀压力， 紧接着美国政府实施了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以对抗通货膨胀， 这是导致其经济放缓的一个重要因素。 明斯基的这一分析深

刻地揭示了黄金年代的隐忧： 凯恩斯主义政策既通过需求管理支撑黄金年代的

经济增长与投资繁荣， 又囿于其内在局限从而引发金融不稳定和黄金年代的终

结， 简言之， 稳定和繁荣孕育着内生不稳定。 随着 １９６８ 年约翰逊总统执政生涯

的结束尤其是 １９８１ 年里根政府执政以来， 美国政府再次转向保守主义， 以克

林顿政府 １９９６ 年通过 《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协调法》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Ｗｏｒｋ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 为重要标志， 福利改革重组 （规定救

助时间上限、 提高工作时间要求等） 不断削减和限制福利支出， 导致美国收

入不平等差距扩大， 出现了富裕群体收入增长、 中产阶级进一步滑落的极化

趋势， 贫困人口和贫困率自 ２０ 世纪 ５０—７０ 年代以来的下降趋势被逆转， 贫困

率开始回升并长期稳定在 １０％—１６％ 的范围以内， 如图 １ 所示。 这一长期趋

势的变化反映在诸多更具体的社会经济指标上， 如阿巴拉契亚地区尤其是中

部地区深陷贫困陷阱、 与美国其他地区收入差距依然很大以及单亲母亲家庭

数量增长等 （Ｚｉｌｉａｋ， ２０１２： ７—９）。 此外， “向贫困宣战” 项目的失败伴随

着 “向犯罪宣战” 项目的不断膨胀， “向贫困宣战” 逐渐演变为 “向犯罪宣

战”， 最终导致美国的大规模监禁和监狱国家的扩张 （Ｈｉｎｔｏｎ， ２０１６： １—３；
刘宇辰， ２０２２） 。

（三） 系统批判大政府制度的新古典综合理论基础

美国肯尼迪 － 约翰逊政府 “对贫困宣战” 计划背后的主要智囊团是以

赫勒和托宾为代表的经济顾问委员会。 一些学者认识到了以经济顾问委员

会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者在反贫困计划的失败中所产生的不容忽视的影响。
例如， 朱迪思·拉塞尔 （ Ｊｕｄｉｔｈ Ｒｕｓｓｅｌｌ） 在反贫困计划满 ４０ 周年出版的著

作中聚焦于约翰逊政府的内部斗争， 指出倾向于就业创造计划的劳工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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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１９５０—１９７４ 年美国非金融公司金融结构的变化

资料来源： Ｍｉｎｓｋｙ （１９７５）。
注： 固定投资 ／ 内部资金为右侧坐标轴， 其余变量为左侧坐标轴。 左右侧坐标轴数据都是比

值， 故未标单位。

图 ５　 １９５０—１９７４ 年美国商业银行金融结构的变化

资料来源： Ｍｉｎｓｋｙ （１９７５）。
注： 总负债 ／ 受保护资产为右侧坐标轴， 其余变量为左侧坐标轴。

经济计划局因缺乏官僚能力和政治力量而无法主导反贫困计划的制定， 只

能妥协于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 （ Ｒｕｓｓｅｌｌ， ２００４：
４０—６２）。 明斯基的研究更为深刻、 学术眼光更为长远， 他认为经济顾问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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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向总统和政府推销的是一种高度混合化的凯恩斯主义， 该理论是瓦尔

拉斯 － 帕累托一般均衡理论与凯恩斯主义收入和就业理论的混合， 前者旨

在生成效率规则， 后者旨在确立控制经济周期的规则。 也就是说， 经济顾

问委员会的政策倾向体现的不是凯恩斯本人的理论， 而是新古典综合理论

在官方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中所具有的强大影响力。 明斯基试图通过系

统批判新古典综合理论， 以推翻其作为宏观经济政策包括反贫困政策制定

的理论指南。
经济顾问委员会过于强调将需求管理作为反贫困的主要策略， 这源于

新古典综合理论通过增加总需求实现充分就业这一通行观点。 新古典综合

理论的凯恩斯主义部分认为市场的自动运行不会维持充分就业， 消费和投

资的总需求可能小于或者大于充分就业产出， 这时就会相应地出现失业或

者通货膨胀的结果， 这或者是因为投资者观点的波动， 或者是因为货币和

财政系统的刺激或限制。 他们认为理论上价格机制确实可以实现充分就业，
但是现实中这一机制运行得太慢， 工资和价格变化存在严重的障碍， 因此

需要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消除失业或通货膨胀， 政府支出或者减

税是其偏向的政策工具。 对此， 明斯基指出新古典综合理论对增加总需求

的过度强调反映了其试图仅仅依赖于经济增长来解决经济中的失业和贫困

问题， 而忽视了结构性问题和制度性障碍， 这样美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就可

以避免直接面对不平等的收入分配， 以及如何实现合意的经济增长率和经

济结构这些问题。 在明斯基看来， 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收益分配的决定具

有社会性， 可以通过修改制度和惯例实现收入再分配， 缓解人们对经济分

配的不满和愤怒。 此外， 囿于新古典综合理论对收入和经济目标的狭隘定

义， 需求管理过于聚焦私人资本和私人消费在总需求决定中的作用， 倾向

于贬低公共消费的作用， 从而忽视了公共品的不足和减少， 没有看到那些

可以增强社会幸福感的非市场经济主体的力量在被不断削弱。 明斯基主张

收入再分配应该向以下方向调整： 降低利润的份额， 降低私人消费份额从

而增加公共消费份额， 降低私人投资总额以增加公共投资， 增加那些能够

提升人民安全感和幸福感却不被计入国民生产总值的社会服务支出

（Ｍｉｎｓｋｙ， １９７１）。
进一步地， 经济顾问委员会倾向于从财政政策工具箱中借助税收减免

和军事支出这两样工具以削减失业。 这样在 ２０ 世纪 ６０—７０ 年代， 推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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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扩张的主要工具之一———税收减免———将资源控制权转移至私人手中；
而另一个主要工具———军事支出———占用了大量资源， 却无助于增加私人

消费和公共消费。 这一政策倾向可以得到标准总需求理论的如下辩护： 各

种生成需求的政策选项之间可以相互替代， 比如宽松货币政策、 政府支出

增加和税收减免对产出、 就业和价格的影响是相似的。 明斯基对此并不认

同， 一方面只有劳动力满足同质性和流动性条件才会得到标准总需求理论

的这一结果， 然而现实是劳动力既不同质， 也不会在工资差异很小的情况

下出现不同类型劳动力之间的显著替换， 因此不同的需求刺激工具对就业

的影响大小取决于需求的初始变化、 一系列衍生变化、 最终变化出现在什

么行业， 以及这些需求结构和失业者的技能结构是否匹配等。 另一方面，
所有政策工具都具有类型和程度两个维度。 例如 １９６４ 年和 １９６５ 年， 政府

强调以税收减免替代扩张性财政政策， 税收减免的直接影响是增加高收入

群体的支出能力， 贫困群体并非直接的受益者， 该群体受益的大小取决于

高收入群体的支出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就业的增加。 考虑到贫困在区域和种

族上的高度集中， 这种自上而下的涓滴路径对贫困群体劳动力需求的增加

是极为有限的。 为了增强政策有效性， 明斯基认为政策的直接影响和间接

影响都应该对准贫困群体， 如政府支出项目应直接雇用低收入工人或直接

导向低收入社区等 （Ｍｉｎｓｋｙ， １９６５： １７５—２００）。
从动态角度而言， 经济顾问委员会寄希望于一直通过需求管理来维持

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 他们没有看到这一政策如何影响经济结构和金融结

构的变化， 以及随着这些变化而产生的副作用。 这一盲目自信的态度源于

新古典综合理论的这一缺陷： 抽象了对资本主义金融的分析。 瓦尔拉斯系

统本质上是一个缺乏时间维度的以物易物的分析范式， 无法恰当地分析金

融的作用。 对于货币主义者而言， 不稳定主要是由经济政策导致的， 尤其

是美联储采取的不恰当的货币政策， 他们的建议是减少政策干预， 因为市

场系统会在发生扰动后快速回到均衡。 明斯基认为以此为基础的微调政策

无法应对持续的通货膨胀压力和金融结构的演化， 因为资本主义动态过程

是周期性的， 且以其本质上不稳定的金融系统为核心。 家庭、 工商企业和

金融机构的关键决策都是投机性的， 投机性活动包括资产持有和私人投资

的扩张决定资本主义包含有以下多种运行动态： 第一阶段危机后的停滞，
第二阶段规模较小的周期性增长， 第三阶段发散的癫狂繁荣期。 在第二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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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向第三阶段过渡的过程中， 随着经济扩张的持续、 过剩产能被逐渐消化，
经济预期环境变得乐观积极， 企业投资和融资的意愿和能力不断增强， 家

庭和银行等金融机构也不断调整资产组合以增强提供融资的能力， 经济走

向癫狂的、 资产价格看涨的投机性经济运行模式。 正是在这一阶段， 新古

典综合理论基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 Ｊｏｈｎ Ｍａｙｎａｒｄ Ｋｅｙｎｅｓ） 萧条理论的

政策模型变得不再适用， 并导致了当时的经济问题。 具体而言， 阿尔文·
汉森 （Ａｌｖｉｎ Ｈａｎｓｅｎ） 在二战前提出的政策建议仅适用于停滞经济， 随着经

济扩张的重启、 预期环境变化， 企业投资意愿增强， 家庭、 银行和其他金

融机构调整其资产组合以提供融资的意愿增强， 这时汉森和托宾等人提出

的适应于停滞经济的政策工具不仅不能维持增长的充分就业经济， 而且会

使充分就业经济走向癫狂和投机。 限制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影响将被

癫狂经济的预期所抵消， 只有彰显了金融脆弱性的经济危机爆发， 预期才

会从根本上得以改变。 明斯基强调， 那些可以使经济从萧条转变为充分就

业的经济政策并不能同样使充分就业得以维持， 这是黄金年代走向终结、
凯恩斯主义政策失败的关键。 这一分析意味着这种忽视金融结构的复杂性、
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密切关系的凯恩斯主义理论难以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

恰当指南 （Ｍｉｎｓｋｙ， １９７１）。

三、 评析最后雇主方案的经济可行性与内在政治限制

明斯基关于就业、 失业和贫困问题研究的核心观点可以被概括为一句话：
实现完全充分就业 （Ｋｉｎｇ， ２０１３： ２１８—２３０）。 明斯基认为应对贫困问题的首

要措施是实现紧充分就业， 即在各行业、 各区域和各职业的广泛范围中， 雇

主以现行平均薪资水平对劳动力的需求总是超过现行劳动力供给， 使失业率

保持在 ２. ５％以下。 因为私人市场难以自动实现充分就业， 遑论紧充分就业，
所以需要采取公共行动。 明斯基认为其中的关键在于直接的就业创造， 主张

回到罗斯福新政被遗忘的那一面———重视创造就业， 借鉴公共事业振兴署

（Ｗｏｒｋｓ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ＷＰＡ）、 平 民 保 育 团 （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Ｃｏｒｐｓ， ＣＣＣ） 和全国青年总署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Ｙｏｕｔｈ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ＮＹＡ） 的实践

经验， 建立各种以就业为基础的社会经济项目， 以提供就业的救济形式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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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支付的救济形式。① 在明斯基改良后的版本中， 国家作为最后雇主为所有

愿意工作并且能够工作的人以最低工资提供工作， 使工作数量适宜于需要工

作的工人数量， 使工作内容匹配于工人的已有技能。 这一构想的基本观念是，

工作本身是影响人们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来自工作的收入是支撑个体尊严的

重要支柱。 在明斯基看来， 这一项目不是被用以应对周期性就业危机的临时

手段， 而是实现经济永久性完全就业的制度性工具。

（一） 最后雇主方案实施可行性分析

从成本收益核算来看， 最后雇主项目的收益远远超过了将贫困人口提升

至贫困线以上的投入成本。 根据明斯基的测算， 如果将失业率保持在 ２. ５％以

下， 根据奥肯定律， 失业率每下降 １％ ， 国民生产总值 （ Ｇｒｏｓ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以下简称 ＧＮＰ） 将提升 ３％ ， 那么 １９６５ 年 ＧＮＰ 将提升 ３４０ 亿—５３０

亿美元。② 就成本而言， 明斯基认为实现充分就业需要直接雇用 ２６０ 万人， 包

括失业人员和原本收入低于最低工资的工人， 以每人每年 ４０００ 美元的年收入

为标准， 这共需要约 １００ 亿美元投入， 再加上 ２５％ 的劳动力成本用于原料支

出， 总成本投入约为 １２５ 亿美元 （Ｍｉｎｓｋｙ， １９６５： １７５—２００）。 １９９４ 年， 帕帕

季米特里乌和明斯基做过另一次测算， 假定年最低工资为 ９０００ 美元， 如果公

共事业振兴署雇佣 １００ 万人， 将花费 ９０ 亿美元， 且需要额外的 ５０％的劳动成

本用于原料和管理支出， 那么 １００ 万人将需要约 １４５ 亿美元。 如果平民保育团

也支出了 １４５ 亿美元， 这两项支出大约占 ＧＮＰ 的 ０. ５％—１％， 再加上全国青

年总署支出 ５０ 亿美元， 那么总支出约为 ３５０ 亿美元。 考虑到当时的失业率为

７. ５％ ， 如果失业率能够降低至 ４％ ， 那么根据奥肯定律， 充分就业下的 ＧＮＰ

将比现有的 ＧＮＰ 增加约 １０％ （Ｐａｐａｄｉｍｉｔｒｉｏｕ ａｎｄ Ｍｉｎｓｋｙ， １９９４）。 这些测算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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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公共事业振兴署可以为学校、 医院和公园系统补充劳动力， 建立如游泳池、 网球场等公

共设施， 为贫困群体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 平民保育团组织失业的年轻男性到联邦政

府、 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拥有的农村地带进行自然资源保育工作。 全国青年总署为中学和

大学的年轻人提供大学和社区工作项目的工作岗位。 详情请参见 Ｍｉｎｓｋｙ （１９９４： １４９—
１６７）； Ｐａｐａｄｉｍｉｔｒｉｏｕ ａｎｄ Ｍｉｎｓｋｙ （１９９４）。
１９６５ 年 ＧＮＰ 预测为 ６６００ 亿美元， 如果失业率从 ５. ２％降至 ２. ５％ ， 在失业率达到 ４％之

前， 失业率每下降 １％ ， ＧＮＰ 便上升 ３％ ， 那么 ＧＮＰ 增加 ５３０ 亿美元； 在失业率达到

４％之后， 失业率每下降 １％ ， ＧＮＰ 便上升 １％ ， 那么 ＧＮＰ 增加 ３４０ 亿美元。



果存在差异， 但对最后雇主计划成本的估计通常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 （Ｇｒｏｓ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 以下简称 ＧＤＰ） 或 ＧＮＰ 的 ５％ ， 这意味着最后雇主项目并

不是在财政上不可行的乌托邦法案， 如表 １ 所示。①

表 １　 美国实施最后雇主方案的成本收益核算

文献 成本 收益 收益成本比

Ｍｉｎｓｋｙ（１９６５） １２５ 亿美元 ３４０ 亿—５３０ 亿美元 ２. ７２—４. ２４
Ｐａｐａｄｉｍｉｔｒｉｏｕ ａｎｄ Ｍｉｎｓｋｙ（１９９４） ３５０ 亿美元 ６０００ 亿美元 １７. １４
Ｇｏｒｄｏｎ（１９９７） ４００ 亿美元
Ｈａｒｖｅｙ（１９８９） ２１０ 亿—２８０ 亿美元
Ｔｙｍｏｉｇｎｅ（２０１４） 占 ＧＮＰ 的 ２％—４％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最后雇主项目具有以下四个有益的影响。 第一， 它将消除由失业导致的

贫困， 增加家庭的劳动力数量， 使得那些接近贫困的家庭远离贫困。 根据经

济顾问委员会的估计， 贫困家庭中有 ４０％的户主没有工作， 有 ３０％的户主无

法全年就业。 最后雇主项目将极大地改善这些家庭的贫困状况。 第二， 有利

于缩小资本和劳动之间以及劳动内部的差距。 一方面， 通过降低资本收入份

额缓解劳动 －资本间的不平等， 改善收入分配格局； 另一方面， 将使得低收

入工人工资的增长快于高收入工人。 一般而言紧劳动力市场上工资差距会缩

小， 反之会扩大。 明斯基建构了高工资和低工资行业的劳动力供需分析②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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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温德尔·戈登 （Ｗｅｎｄｅｌｌ Ｇｏｒｄｏｎ） 根据 １９９６ 年失业数据计算最后雇主计划成本， 失业家

庭 ８００ 万户， 不论是根据最低工资标准还是政府规定的家庭最低体面生活标准， 计划的

成本都约为 ８００ 亿美元， 减去失业保险项目 ４００ 亿美元， 最终成本约为 ４００ 亿美元。 戈

登认为考虑到美国联邦预算为 １. ５ 万亿美元， 军事支出为 ２５００ 亿美元， 低于 １０００ 亿美

元的最后雇主计划对财政的压力并不大 （Ｇｏｒｄｏｎ， １９９７）。 戈登这一计算比较粗略，
Ｈａｒｖｅｙ （１９８９： ４９—５０） 纳入了更多最后雇主计划对其他项目支出的影响， 计算得出

１９８６ 年最后雇主计划成本约为 ２８０ 亿美元， １９７７—１９８６ 年平均成本约为 ２１０ 亿美元。
Ｔｙｍｏｉｇｎｅ （２０１４） 基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工作计划的可用数据计算得出， 在失业率回落到

正常水平情况下 （６％—９％ ）， 就业计划的总成本相当低 （占 ＧＮＰ 的 ２％—４％ ）。
在高工资行业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的供给具有无限弹性； 在低工资行业劳动力市场， 供

给曲线是向上倾斜的。 如果高工资行业劳动力市场需求降低， 需求曲线向左下方移动，
那么低工资供给曲线向右上方移动， 低工资行业工资相对下降且就业量增加。 反之， 如

果高工资行业劳动力市场需求强劲， 需求曲线向右上方移动， 那么低工资行业供给曲线向

左上方移动， 低工资行业工资相对上升且就业量下降。 参见 Ｍｉｎｓｋｙ （１９６５： １７５—２００）。



明这一点 （Ｍｉｎｓｋｙ， １９６５： １７５—２００）。 第三， 公共就业策略使得政策制定者

可以摆脱以税收激励引致投资的策略， 通过削弱投资引导型增长模式以抵消

资本主义经济自我强化的周期性趋势。 例如在经济衰退期间该计划雇用的工

人数量将逆周期波动， 通过增加直接刺激发挥自动稳定器的作用， 从而降低

金融不稳定的可能性。 第四， 与转移支付项目比较而言， 最后雇主类型的服

务项目有助于构建公共合法性， 因为它为更广大的人群提供了获得公共认可

的福利。
明斯基预期实施最后雇主项目可能遇到如下三个障碍， 并提出了应当预

先予以关注的环节和相应的解决策略。 第一个障碍是通货膨胀。 为了在确保

低工资行业工资增长的同时限制通货膨胀的可能性， 明斯基建议高工资行业

的工资增长要小于其生产率增长， 同时确保这些企业的管理者将单位成本降

低的收益传递给消费者。 为此， 他主张政府在追求紧充分就业的同时实施有

效的利润和价格限制。 此外， 他指出从就业不足到紧充分就业过渡中出现的

通货膨胀只是暂时的， 而且它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 这不同于以往扩大收入

差距的经济通胀， 他提醒政府在这一时期不要因为对通货膨胀的恐惧而放弃

实施紧充分就业政策。 第二个障碍是外汇体制。 当时布雷顿森林体系尚未瓦

解， 明斯基认为， 紧充分就业市场意味着进口消费的提高以及国内价格的上

升可能导致国际贸易逆差和美元贬值， 政策制定者必须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

策限制在不影响国际收入平衡的范围内。 不过现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瓦解，
对外汇储备的保护不再成为实现并维持紧充分就业的障碍， 现在最关键的问

题在于政治意愿 （Ｗｒａｙ， ２０１３： ｘｉ—ｘｘｉｉ）。 第三个障碍是公共部门雇员工资提

高。 随着紧充分就业的持续， 公共部门就业免于受到经济周期波动等不确定

性影响这一优势的价值下降， 该部门雇员工资也需要与私人部门工资提升保

持一致。 明斯基认为这一障碍能否消除取决于社会公众对高税收的反应， 以

及充分就业产生的收益和公共品改善产生的收入分配是否有助于社会接受更

高的相对成本。
明斯基的主张得到了以现代货币理论倡导者为代表的一些后凯恩斯主义

学者和制度主义学者的支持， 他们同样认为贫困和失业存在必然联系， “向贫

困宣战” 计划失败的关键原因在于缺乏大规模就业创造项目 （Ｒｕｓｓｅｌｌ， ２００４：
６）。 这些学者从各个方面发展和补充了最后雇主计划 （也被称为就业保障计

划或就业缓冲储备池计划）， 以使其变得更具有可行性。 雷基于现代货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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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 政府本身作为货币发行者完全有能力支持对该计划的财政支出， 而不

必囿于对财政赤字的担忧 （Ｗｒａｙ， ２０１５： ６６）。 他提出了一系列升级最后雇主

计划的建议， 包括该计划的管理和运营应该是去中心化的、 鼓励建立劳动者

合作社等多种制度形式 （Ｗｒａｙ， ２０１５： １３３—１３４）。 还有学者提出最后雇主计

划应该和地方政府合作提供就业岗位、 确定合理的工作时长、 确保项目负责

人有解雇权力及劳动者有主动离职的权力等 （Ｇｏｒｄｏｎ， １９９７）， 工作项目应该

由非营利性的、 社会性的企业部门来管理 （Ｔｃｈｅｒｎｅｖａ， ２０１２）， 以及这些项目

应该聚焦于提供社会照护服务 （Ａｎｔｏｎｏｐｏｕｌｏｓ， ２００７）。 最后雇主计划吸引了其

他发达国家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学者的注意， 他们将该计划视为对

抗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有效方法， 主张应该结合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对该

计划进行相应调整 （Ｇｏｍｅｓ ａｎｄ ｄｅ Ｌｏｕｒｅｎçｏ， ２００９）， 并通过计算指出实施该

计划对公共财政的压力较小、 对 ＧＤＰ 增长的额外贡献超出其成本， 实现充分

就业的障碍并非财政约束的技术问题。①

（二） 基于宏观经济政策实践看充分就业的政治限制

虽然明斯基非常重视充分就业这一改革项目可能遇到的各种经济力量的

障碍， 以及特定的政策目标是否会因为某些难以谈判的制度特征或者无效的

政策工具而无法实现， 但是他没有意识到充分就业的政治影响及其带来的根

本性限制。 卡莱茨基 （２０１９） 已经指出充分就业面临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

限制， 这种限制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 充分就业削弱了资本家对政府

政策的间接控制。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就业取决于资本家投资， 投资取决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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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逸江基于我国 ２０１９ 年数据测算得出， 增加占该年 ＧＤＰ 的 １. ５８％的财政赤字就足以实

施针对城镇所有非自愿失业者的就业保障计划， 在消除 ２４２７ 万个城镇失业人口的同时，
带来 ３. １３％—４. ５５％的新增 ＧＤＰ （黄逸江， ２０２１）。 笔者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得出，
如果将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降低至 ２. ５％ ， 且最后雇主计划中每位失业者获得的年收入

为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２５％劳动力成本用于原料支出， 根据奥肯定律 （失业率降低

至 ４％之前， 失业率每降低 １％ ， ＧＮＰ 提升 ３％ ； 失业率低于 ４％ 之后， 失业率每降低

１％ ， ＧＮＰ 提升 １％ ），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该计划总成本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例在 ０. ３３％—
０. ４２％之间， 对国民总收入的提升在 １. １％—１. ８％之间，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年间总成本比例为

０. ４６％—０. ５７％ ， 对国民总收入的提升在 １. ５％—２. １％之间。 对英国、 澳大利亚和突尼

斯实施最后雇主计划的成本收益分析请分别参见 Ｋｉｔｓｏｎ， Ｍｉｃｈｉｅ ａｎｄ Ｓｕｔｈｅｒｌａｎｄ （１９９７：
２３４—２５３）；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ｔｓ （１９９７）； Ｋａｂｏｕｂ （２０１２）。



谓信心程度， 资本家可以以动摇信心为由间接影响和控制政府政策。 如果政

府通过自己的支出实现了就业增加， 那么资本家就失去了对政府的威胁。 其

次， 如果政府的支出用于公共投资和补贴大众消费， 那么这违反了资本主义

社会的道德准则即应该用劳动赚取回报。 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 在充分就业

的体制下， 解雇不能发挥其规训劳动的作用， 这样资本主义工作环境和劳动

纪律都会受到威胁。 卡莱茨基 （２０１９） 的批判意味着善意的经济学家所构想

的那种充分就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难以实现的。 不仅如此， 从功能主义角

度来看， 贫困和失业正是资本主义一系列制度包括阶级、 劳动力市场和国家

正常运行的必然结果， 维持相当程度的贫困和不平等对主导阶级是必要而有

利的 （Ｗａｃｈｔｅｌ， １９７２）。 为了使职工各司其职并确保资本主义企业的工作纪

律， 为了保卫企业家的权力和利润的根本来源而保住其雇佣和开除的能力，
产业后备军的持续存在是必要的。 美国实施反贫困计划的目的是避免 １９２９—
１９３３ 年那种大萧条式的崩溃和灾难， 避免极端的贫困、 收入和失业的过度下

降使人们失去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信心， 从而威胁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
而非试图消除正常的失业和低收入群体的贫困 （巴兰， ２０１７： １９６—１９９）。
此外， 在全球化的跨国资本主义阶段， 如果有资本主义国家愿意在国内尝试

推进充分就业政策， 那么高就业率带来的劳动者谈判能力的提升、 劳动成本

的提升， 可能导致资本向其他国家的跨国转移； 产品价格的提升可能削弱其

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从而在降低净出口的同时造成总需求的减少。 这意味

着如果主要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缺乏协调、 充满竞争， 那么市场全球化

将加剧一国实行充分就业的困难 （鲍尔斯、 爱德华兹、 罗斯福， ２００９：
４０４—４０５）。

就历史实践而言， 在黄金年代期间， 积极干预市场经济的美国政府一直

没有采纳充分就业的主张， 这也体现了充分就业因其面临的内在政治限制而

无法真正落地。 实际上明斯基最后雇主计划的提议在政策史上并不新颖， 只

是明斯基的乐观主义使其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 持续的充分就业在美国

从未实现过。 １９４５ 年罗斯福新政后期， 国家资源规划委员会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Ｂｏａｒｄ， ＮＲＰＢ） 提出完全就业策略， 但 《１９４６ 年就业法》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ｃｔ ｏｆ １９４６） 没有采纳这一建议， 而是主张凯恩斯主义财政扩张

计划以扩大私人部门提供的就业量。 在反贫困计划发起以后， 哈林顿和负责

政策制定的劳工部助理部长丹尼尔·莫伊尼汉 （Ｄａｎｉｅｌ Ｍｏｙｎｉｈａｎ） 不断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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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局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游说公共部门创造就业的作用。 以马

丁·路德·金 （Ｍａｒｔｉｎ Ｌｕｔｈｅｒ Ｋｉｎｇ， Ｊｒ. ） 为代表的民权运动领导者和美国劳

工联合会 －产业工会联合会也都主张政府直接创造就业的重要性， 他们联合

提出了 “ 满 足 所 有 美 国 人 自 由 权 利 的 预 算” （ Ａ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ｂｕｄｇｅｔ ｆｏｒ ａｌ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计划在十年内消除贫困、 创造充分就业， 使美国逐渐转向民主社

会主义 （Ｌｅ Ｂｌａｎｃ ａｎｄ Ｙａｔｅｓ， ２０１３： １５—１６）。 此外， １９６４—１９６８ 年以洛杉矶

瓦茨骚乱 （１９６５ 年） 为代表的大规模城市暴动推动劳工部和经济机会局在

内的政府部门认识到， 政府直接创造就业对稳定黑人社区和消除贫困具有关

键意义。 不过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反对和约翰逊总统的犹豫浪费了这个对就业

创造进行立法的历史机会 （Ａｔｔｅｗｅｌｌ， ２０１８： １９５—２０４）。 相似的利益冲突出

现在 １９７８ 年 《 完全就业与平衡增长法》 （ Ｆｕｌｌ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ｃｔ）， 该法案的提出者主张实施就业保障项目， 但法案最终没有包含

这一内容。 充分就业的主张一再被美国政府拒绝的历史命运表明， 问题的重

点不在于政府不了解充分就业的有效性， 而是自公共事业振兴署在二战中被

关闭以来， 充分就业作为当时一直存在的一种政策选项和政治主张， 事实上

并没有从报告和提议转化为预算和行动， 这恰恰说明， 在资本主义国家内

部， 资产阶级自由派改革本身存在阶级局限性， 进步主义官僚的自主性影响

是有限的。
在反贫困计划结束约半个世纪后， 明斯基的充分就业主张借助于现代货

币理论的宣传对政界的影响力有所增强， 在西方左派政治人物中颇具吸引力。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后， 决策者关于经济增长良好和金融稳定的 “大缓和” 判断

被打破了， 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和基于主流货币理论的宏观经济政策因金融资

本的垮台和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而元气大伤。 ２０２０ 年新冠疫情危机进一步打

破了新自由主义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领域的神话。 面对新自由主义削减公

共福利、 减少公共服务、 导致工资停滞等问题， 工人和年轻人都在质疑新自

由主义的共识， 并寻求财政紧缩的替代政策。 现代货币理论主张政府可以发

行主权货币以支出于充分就业、 基础设施建设、 产业政策、 免费医疗和教育，
以及大规模绿色能源投资等。 这与新自由主义时代主流的紧缩政府和政府干预

最小化形成了鲜明对比， 受到了美国民主党领军人物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

奥 －科尔特斯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ｉａ Ｏｃａｓｉｏ⁃Ｃｏｒｔｅｚ）、 前英国工党领军人物杰里米·科尔宾

（Ｊｅｒｅｍｙ Ｃｏｒｂｙｎ） 和约翰·麦克唐奈 （Ｊｏｈｎ ＭｃＤｏｎｎｅｌｌ） 的支持。 不过从政策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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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而言， 虽然经济危机的爆发推动了发达国家财政货币政策框架的演化， 但是

依然无法改变新自由主义的主导地位， 明斯基倡导的包括充分就业在内的大政

府制度有反过来被新自由主义吸收和融合的可能。 在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

后， 《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ｃｔ，
ＡＲＲＡ） 的刺激性支出高达 ７８７０ 亿美元， 创造了 ３３０ 万个工作 （Ａｔｔｅｗｅｌｌ， ２０１８：
２６８—２６９）。 这种方式相对于直接就业创造计划而言成本很高， 有学者计算指

出， 如果刺激性支出用于直接就业创造计划， 那么可以在少花费 １７１０ 亿美元

的情况下覆盖大衰退中官方登记的所有失业群体 １５４０ 万人 （Ａｔｔｅｗｅｌｌ， ２０１８：
２６８—２６９）。 而且危机后的财政货币手段主要用于降低利率和大规模购买金融

资产， 从而为私营部门提供大量净资产和流动性、 阻止资产价值贬值并恢复

大企业的盈利， 而非用于帮助那些遭受失业和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人。 之后

在 ２０２０ 年新冠疫情危机的巨大冲击下， 美国政府强化了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

以增加失业救助或者保障企业为员工发放工资， 再次在一定程度上以高额成

本担当了 “最后雇主” 的角色， 如拜登政府的美国救援计划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ｓｃｕｅ Ｐｌａｎ， ＡＲＰ）、 美国家庭计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Ｐｌａｎ， ＡＦＰ） 和美国就

业计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ｂｓ Ｐｌａｎ， ＡＪＰ）。 但同时， 美国政府购买资产的规模和标

的范围不断扩大， 在危机期间为银行、 影子银行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创造

了充足的信贷， 支持了 ＦＩＲＥ① 部门和资产市场， 而非帮助房产拥有者、 中小

企业的发展和信用链条的修复以支持就业和生产。 这种刺激性货币政策无法

产生从金融部门到实体部门的预期涓滴效应， 也没有引致能够提高私人消费

和投资以将失业率降低到期望水平所需要的财富效应。 明斯基所倡导的大政

府干预制度倾向于被金融部门俘获、 扭曲和滥用， 成为财政赤字货币化以进

行金融救助并进一步抬高房地产和金融资产价格的理论， 其政策目标与明斯

基的初衷正好相反， 充分就业战略在金融部门权力的祭坛上被牺牲了。 正如

Ｍａｇｄｏｆｆ ａｎｄ Ｓｗｅｅｚｙ （１９７７： １３１） 所说： 当一套思想符合特定阶级的利益时，
它可能直接被吸收为其行动指南； 另外那些部分符合但又在某些方面与既得

利益冲突的思想则有不同的命运， 它们会被扭曲和变形， 以适应采纳它们的

那个阶级的需要。 凯恩斯关于资本主义的宏伟愿景被改造为了新古典综合理

论， 明斯基以及以现代货币理论为代表的后继者关于控制和调节资本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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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分析似乎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
总体而言， 虽然贫困问题有加剧的社会趋势， 但与明斯基写作的时代

相比， 新古典综合理论的大部分内容依然在指导美国的公共政策， 当前的

政策选项几乎没有变化， 不论是基于投资增长的总需求管理还是预期通过

货币政策引致财富效应， 都试图通过自上而下地提高投资和利润、 食利者

收入和高收入者收入以改善底层的收入和就业。 最大的变化是贫困问题已

经被美国的政策讨论边缘化了， 即使偶有提起， 讨论也主要围绕着增长、
转移支付和就业培训展开， 这些政策在半个世纪之前被明斯基判定为无效，
在今天依然如此。 近年来， 作为对新冠疫情、 人工智能和新一轮自动化浪

潮及其经济影响的回应， 全民基本收入 （ Ｕ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ｃｏｍｅ， ＵＢＩ）
及类似提案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左翼和右翼各方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 明

斯基考察了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备受瞩目的 “负收入税” 提议， 这一提议与

目前的全民基本收入提案类似。 他认为这一项目有助于降低社会福利项目

的申请成本和接受者的耻辱感， 这是该项目获得大量支持的重要原因。 不

过他警告道， “负收入税” 及其他类似的社会分红计划可能会增强不工作的

激励从而降低劳动参与率和国民产出， 而且这一项目的引入将在供给下降

的情况下刺激消费增长和投资扩张， 从而孕育通货膨胀的风险， 由此， 这

些项目的受助者所得福利的实际价值会下跌， 导致贫困人口的生活不会有

很大改善， 而中等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却会遭到侵蚀。 此外， 明斯基认为

类似于 “负收入税” 这种激进的收入平等化项目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 尤

其在经济增长缓慢的阶段会遭受更大的阻力， 因为上层群体的人均收入增

速在这一过程可能会降低 （Ｍｉｎｓｋｙ， １９６９ｄ）。 充分就业相对于全民基本收

入而言是更激进的替代方案， 但在当前资本主义中， 财政政策早已放弃了

实现和维持充分就业的目标， 政策制定者不仅不能提出一个实现充分就业

的合理途径， 而且在失业率高企的情况下高呼胜利。 帕帕季米特里乌指出，
衡量当前资本主义迭代失败的真正标准是： 使太多人遭受长期性、 系统性

失业而沦为被抛弃者 （Ｐａｐａｄｉｍｉｔｒｉｏｕ， ２０１３： ｉｉｉ⁃ｉｘ） 。

四、 结语： 从中美对比看我国推动共同富裕的制度优势

在后新冠疫情时代全球经济不平等加剧、 全球贫困和金融风险大幅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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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的背景下， 吸取美国反贫困计划失败的教训、 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制度优势， 从而在高质量发展中推动共同富裕和金融稳定显得非

常重要。 虽然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渐融入了世界分工体系， 但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之间一直存在制度竞争， 尤其是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潮流下， 这一竞争态势日益显性化。① 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 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

争” （习近平， ２０２０ａ）。 从这个视角而言， 我国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仅是

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 而且对新一轮国际格局的演变具有战略

意义。

首先， 从所有制角度看，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资料私有制占据主导

地位， 到 ２０２０ 年， 大多数国家公有制资产份额为零或者负数， 美国的份额

接近于 － ５％ ， 是低水平的国家之一。 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主导地位决定了资

本主义社会中的贫困不仅集中于失业人口， 那些想要获得全职工作的兼职

工人、 拥有全职工作但收入依然低于贫困线的工人也在面临贫困的威胁。

从数据来看， 例如在经济繁荣的 １９６６ 年， 虽然美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为

３. ８％ ， 但上述三个群体加总的比率高达 ２４. ２％ —４７. ４％ （ Ｓｐｒｉｎｇ， １９７２：

１８９）。 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富裕指向的是私人资本的膨胀和私有产权

的集中， 这是导致其贫富差距的根源， 决定了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可

能实现共同富裕。 明斯基对反贫困计划的驳斥和对政策背后新古典理论的

批判都是极为深刻的， 对黄金年代期间公共政策难以促进公平和稳定的判

断具有先见之明。 不过， 他认为尽管资本主义存在非充分就业和金融不稳

定的根本性缺陷， 但是相比于其他社会制度而言依然更具有灵活性。 这种

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信心和矛盾态度使其无法充分认识到贫困问题根本上是

整体工人阶级的问题， 通过最后雇主计划的改良方案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

控制只能是一种幻想。

与之相比， 自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２０ 年， 中国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

重为 ３０％ 左右 （Ｐｉｋｅｔｔｙ， ２０２０： ６０７—６１０）。 这一比重的公有制资本使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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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托马斯·皮凯蒂 （Ｔｈｏｍａｓ Ｐｉｋｅｔｔｙ） 有偏见地指出， 发达国家在与中国的制度竞争中获胜

的关键在于解决不平等问题。 他站在西方国家的立场上敦促发达国家应该尽快实行累进

税并重建福利国家， 以建立 “民主社会主义社会”。 参见 Ｐｉｋｅｔｔｙ （２０２２： ２３５—２３６）。



国政府有强大的能力来引导基础设施投资决策、 就业的创造、 区域的平衡

发展和长远的发展目标如共同富裕等，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脱贫攻坚工

作取得举世瞩目成绩的根本制度基础。 我国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
以做优做强做大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 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和公有经

济的主体作用为基础， 实施创新性的生产和就业计划如轮流工作制等， 在

较大范围内尤其是失业严重的地区实施国家作为最后雇主的就业保障计划

以实现充分就业。
其次， 从市场经济制度来看， 在纯粹的私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存在

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 １９２９—１９３３ 年大萧条后发达国家转向凯恩斯主义干

预政策， 由政府担负起部分投资责任并开展宏观需求管理。 明斯基发现，
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创造失业的固有特征， 美国的反贫困计划依赖于劳动培

训、 转移支付和经济增长来消除贫困， 这些政策选项基于高度混合的、 保

守的凯恩斯主义理论， 过度倚重于增加总需求来解决经济问题， 并将需求

管理手段集中于税收减免和军事支出， 在助推资本主义经济实现充分就业

之前就出现金融不稳定， 进而导致了黄金年代经济繁荣的终结。 因为资本

主义市场经济在根本上存在着金融不稳定的内生缺陷， 经济倾向于从平稳

增长的繁荣阶段转化为发散增长的不稳定阶段。 基于高投资战略的经济增

长虽然有助于通过创造就业减少贫困， 但是最终会引致经济金融化和金融

不稳定从而导致高增长阶段的自我终结。 这一分析表明， 仅仅依靠着眼需

求管理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和高投资战略不仅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贫困和不平

等， 而且可能加剧社会和经济问题、 引发金融不稳定。 对此， 明斯基寄希

望于美国政府抛弃作为公共政策指南的新古典综合理论和文化贫困理论，
提升平等和公平相对于增长和效率在国家政策中的优先级， 并围绕着优先

级的改变实施结构性改革。 不过他忽视了国家干预的范围和程度受到资本

主义积累动态的内生限制， 至今美国的政策干预依然主要以自上而下的涓

滴效应的方式促进就业和公平。
对比而言，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 国家宏观调控的实践破

除了凯恩斯主义理论在需求侧和供给侧管理之间设置的界限， 形成了超越

于纯粹的市场逻辑、 着眼于国家长期发展的宏观战略管理。 在具体政策手

段上不再局限于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产业、 区域、 城乡、
环保等结构性政策也是宏观管理的重要手段。 在政策话语和知识体系上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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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发展了与新古典经济学并存且相互竞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为党领导下的国家经济治理提供指引的同时参与全球学术话语权的竞争

（孟捷， ２０２２）。 更重要的是， 中国共产党作为承担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历

史使命的政党， 在国家经济治理中发挥着全面领导作用， 正因为此， 中国

的国家经济治理才有可能摆脱在其他国家常见的特定利益集团的干扰和限

制， 以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方式发挥其作用 （孟捷， ２０２１）。 党的十

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实施了为期 ８
年的脱贫攻坚战， 依托具有中国特色的 “中央统筹、 省总负责、 市县抓落

实” 的举国体制， 发挥各级党委总揽全局、 协调各方的作用， 调动国有企

业、 私营企业和公益机构等多主体共同参与扶贫事业， 通过基础设施建设、
发展生产、 易地搬迁、 生态补偿、 发展教育、 技能培训、 社会保障等综合

政策解决复杂多元的贫困问题。 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 最成功的扶贫行动，
党的领导在脱贫攻坚战的胜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通过将政府扶持和市场

机制相结合， 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宋丽丹，
２０２１）。 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后， 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

段。 考虑到充分就业的经济一定有利于扩张增长、 金融稳定和削减相对贫

困， 而试图通过资本密集型私人投资的扩张来实现增长的经济难以实现长

期持续的经济繁荣， 在收入分配上会日益不平等， 并且将导致技术选择的

低效和经济总体表现的不稳定； 我国宏观经济治理应进一步和以就业为目

标的经济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 避免经济对高利润和高投资的依赖， 推动

投资的社会化、 消费的公共化和就业的社会化齐头并进， 确立以充分就业

和民生建设为导向的发展模式。
最后， 从制度延续性而言， 二战后， 发达国家迎来了资本积累的黄金年

代， 形成了支撑资本积累的一系列制度条件， 调节学派和资本积累的社会结

构学派将其概括为福特主义积累体制。 其核心特征在于实现了劳动生产率、
工资收入、 需求、 利润和生产设备投资之间的正反馈增长 （孟捷， ２０１２）。 在

这一积累体制下， 美国在黄金年代后期发起了 “向贫困宣战” 计划， 试图降

低不平等、 实现资本主义版本的共同富裕， 国家的积极干预以及福利国家建

设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资本主义内部的贫困问题。 这看起来是一个颇具

吸引力的、 值得借鉴的发展模式。 但是， 明斯基对贫困问题的研究表明， 即

使在所谓黄金年代， 美国依然存在严重的贫困问题， 而且反贫困计划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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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从属于私人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目标， 最终助推金融不稳定而以失败告终，
由此宣告了黄金年代的终结， 并开启了一个贫困问题持续存在的新自由主义

时代。 从发展历史来看， 黄金年代只是一个特例， 福利国家与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的并存离不开发达国家内部的工人阶级斗争、 社会运动和左翼政党的威

胁， 以及与国际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竞争。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 发达

国家进入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 其核心特征在于国家、 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

系重新调整打破了黄金年代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劳资关系中经济权力向资

方的倾斜、 私人资本的竞争性积累、 服务于资本家利益的国家政策， 以及货

币和金融市场的发展重点向证券化投机的转向， 再次导致了收入和财富的两

极分化。
比较而言，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共产党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 将按劳分

配、 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义原则， 从根本上决定了当代中国

经济制度变迁的性质和方向。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 而是迈向共同富裕的坚实

一步。 ２０１７ 年党的十九大明确了共同富裕的实施时间表， 指出到 ２０３５ 年， 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到 ２１ 世纪中叶，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
２０２０ 年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

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将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纳入宏伟蓝图 （习近平，
２０２０ｂ）。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延续了这一长期布局， 提出 “完善收入分配和就

业制度，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 推动人的

全面发展、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中国制度的延续

性决定了中国发展方向具有高度的确定性和连贯性， 这为最终消除贫困、 实

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我国应不断巩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 重视推动金融和房地产行业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 避免经济的金融化

和投机化， 促进产出和生产率、 消费和投资、 就业和工资的同步增长， 开辟

超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黄金年代” 的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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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尔斯， 塞缪尔、 理查德·爱德华兹、 弗兰克·罗斯福， ２００９， 《理解资本主义： 竞争、 统

制与变革》， 孟捷、 赵准、 徐华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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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Ｍｉｎｓｋｙ Ａｒｃｈｉｖｅ. ４２８， Ｌｅｖ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Ｂａｒｄ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Ｍｉｎｓｋｙ， Ｈｙｍａｎ Ｐ. １９７５. “ Ｔｈ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 Ｈｙｍａｎ Ｐ. Ｍｉｎｓｋｙ Ａｒｃｈｉｖｅ. ４２６，

Ｌｅｖ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Ｂａｒｄ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Ｍｉｎｓｋｙ， Ｈｙｍａｎ Ｐ. １９９４. “Ｆｕｌｌ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ｓ ａｎ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ｏｍ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 Ｉｎ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Ｐａｕｌ Ｄａｖｉｄｓｏｎ， ａｎｄ Ｊ. Ａ. Ｋｒｅｇｅｌ， ｐｐ. １４９ －

１６７. Ｃｈｅｌｔｅｎｈａｍ ／ Ｎｏｒｔｈａｍｐｔｏｎ： Ｅｄｗａｒｄ Ｅｌｇａｒ.

Ｍｉｎｓｋｙ， Ｈｙｍａｎ Ｐ. ２０１３. Ｅｎｄｉｎｇ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Ｊｏｂｓ ｎｏｔ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Ａｎｎａｎｄａｌｅ⁃ｏｎ⁃Ｈｕｄｓｏｎ， Ｎ. Ｙ. ： Ｌｅｖ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Ｂａｒｄ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Ｆ. ， ａｎｄ Ｍａｒｔｉｎ Ｊ. Ｗａｔｔｓ. １９９７. “Ｔｈｅ Ｐａｔｈ ｔｏ Ｆｕｌｌ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３０ （４）： ４３６ － ４４３.

Ｍｕｒｒａｙ， 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９８４. Ｌｏｓｉｎｇ Ｇｒｏｕ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１９５０ － １９８０.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Ｂａｓｉｃ

Ｂｏｏｋｓ.

Ｏ'Ｃｏｎｎｏｒ， Ａｌｉｃｅ. ２００１.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ｏｒ ｉｎ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Ｕ. 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 Ｏｘｆｏｒｄ：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Ｐａｐａｄｉｍｉｔｒｉｏｕ， Ｄｉｍｉｔｒｉ Ｂ. ２０１３. “ Ｐｒｅｆａｃｅ. ” Ｉｎ Ｅｎｄｉｎｇ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Ｊｏｂｓ ｎｏｔ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ｂｙ

Ｈｙｍａｎ Ｐ. Ｍｉｎｓｋｙ， ｐｐ. ｉｉｉ⁃ｉｘ. Ａｎｎａｎｄａｌｅ⁃ｏｎ⁃Ｈｕｄｓｏｎ： Ｌｅｖ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Ｐａｐａｄｉｍｉｔｒｉｏｕ， Ｄｉｍｉｔｒｉ Ｂ. ， ａｎｄ Ｈｙｍａｎ Ｐ. Ｍｉｎｓｋｙ. １９９４. “Ｗｈｙ Ｎｏｔ Ｇｉｖｅ Ｆｕｌｌ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

Ｃｈａｎｃｅ. ” Ｈｙｍａｎ Ｐ. Ｍｉｎｓｋｙ Ａｒｃｈｉｖｅ. １７３， Ｌｅｖ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Ｂａｒｄ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 Ｊａｍｅｓ Ｔ. ２０００.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 Ｌｏｎｄｏ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Ｐｉｋｅｔｔｙ， Ｔｈｏｍａｓ. ２０２０.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Ａｒｔｈｕｒ Ｇｏｌｄｈａｍｍｅｒ.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

Ｌｏｎｄｏｎ： Ｔｈｅ Ｂｅｌｋｎａｐ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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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ｉｋｅｔｔｙ， Ｔｈｏｍａｓ. ２０２２. Ａ Ｂｒｉｅ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Ｓｔｅｖｅｎ Ｒｅｎｄａｌｌ.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

Ｌｏｎｄｏｎ： Ｔｈｅ Ｂｅｌｋｎａｐ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Ｒａｚ， Ｍｉｃａｌ. ２０１３. Ｗｈａｔ'ｓ Ｗｒ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ｏｏｒ？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 Ｒａ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ａｒ ｏ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Ｃｈａｐｅｌ

Ｈｉｌｌ：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Ｐｒｅｓｓ.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Ｊｕｄｉｔｈ. ２００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Ｒａｃｅ： Ｈｏｗ Ｋｅｙｎｅｓｉａｎｓ Ｍｉｓｇｕｉｄｅｄ ｔｈｅ Ｗａｒ ｏ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Ｓｐｒｉｎｇ，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 １９７２. “Ｕｎｄｅｒ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Ｗｅ Ｒｅｆｕｓｅ ｔｏ Ｔａｋｅ. ”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Ｈａｒｏｌｄ Ｌ. Ｓｈｅｐｐａｒｄ， Ｂｅｎｎｅｔｔ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ａ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 Ｓｐｒｉｎｇ， ｐｐ. １８７ －１９４. Ｌｅｘｉｎｇｔｏｎ，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 Ｔｏｒｏｎｔｏ： Ｄ. Ｃ. Ｈｅａｔｈ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Ｔｃｈｅｒｎｅｖａ， Ｐａｖｌｉｎａ Ｒ. ２０１２. “ Ｆｕｌｌ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Ｔｈｅ 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ａ Ｊｏｂ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 ＩＤＥＡ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Ｓｅｒ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ＲｅＰＥｃ.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２０１９. “Ｐｏｏ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 ”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４３２ （９１６２）： ３ －１２.

Ｔｙｍｏｉｇｎｅ， Ｅｒｉｃ. ２０１４.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ｏｆ Ｊｏｂ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１９３０ｓ

Ｗｏｒｋ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４６ （４）： ５１７ － ５３５.

Ｗａｃｈｔｅｌ， Ｈｏｗａｒｄ Ｍ. １９７２.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ｏｒ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６２ （１ ／ ２）： １８７ － １９４.

Ｗｒａｙ Ｌ. Ｒａｎｄａｌｌ. ２０１３. “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 Ｉｎ Ｅｎｄｉｎｇ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Ｊｏｂｓ ｎｏｔ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ｂｙ Ｈｙｍａｎ Ｐ.

Ｍｉｎｓｋｙ， ｐｐ. ｘｉ⁃ｘｘｉｉ. Ａｎｎａｎｄａｌｅ⁃ｏｎ⁃Ｈｕｄｓｏｎ， Ｎ. Ｙ. ： Ｌｅｖ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Ｂａｒｄ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Ｗｒａｙ， Ｌ. Ｒａｎｄａｌｌ. ２０１５.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ｏｎｅ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Ａ Ｐｒｉｍｅｒ ｏｎ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ｆｏｒ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Ｗｒａｙ， Ｌ. Ｒａｎｄａｌｌ. ２０１６. Ｗｈｙ Ｍｉｎｓｋｙ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ｏｆ ａ Ｍａｖｅｒｉｃｋ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 Ｏｘｆｏｒｄ：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Ｚｉｌｉａｋ， Ｊａｍｅｓ Ｐ. （ｅｄ. ） . ２０１２. Ａｐｐａｌａｃｈｉａｎ Ｌｅｇａｃ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Ｗａｒ ｏ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ｒ ｏ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ｆｒｏｍ Ｍｉｎｓｋｙ'ｓ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Ｓｕｎ Ｘｉａｏｙｕ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Ⅱ ｇｏｌｄｅｎ ａｇｅ， ｔｈ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ｒ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ｄｅｃｌｉｎ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１９７０ｓ， ｉｔ ｈａｓ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ｒｅｎｄ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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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ｐｗａｒｄ.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Ｍｉｎｓｋｙ'ｓ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ａｒｒｏｗ ａｎｄ ｂｒｏａｄ ａｎｔｉ⁃ｐｏｖｅｒｔ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ｔ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Ｍｉｎｓｋｙ， ａｓ 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ｓｔ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ｄ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ｎａｒｒｏｗ ａｎｔｉ⁃ｐｏｖｅｒｔ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ａｎｄ ａｓ ａ ｐｏｓｔ⁃Ｋｅｙｎｅｓｉａ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ｄ ｔｈｅ ｂｉ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ｅｈｉｎｄ ｂｒｏａｄ ａｎｔｉ⁃ｐｏｖｅｒｔ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ｏ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ａｔ ｆｏｒｍｓ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ａ

ｕｎｉｑｕ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ｗｉｔｈ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ｌｓｏ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ｒ ｏｆ ｌａｓｔ ｒｅｓｏｒｔ （ＥＬ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ｄ ｂｙ

Ｍｉｎｓｋｙ ｉｓ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ｃｏｓｔ⁃ｂｅｎｅｆｉ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ｈｅｌｐｓ ｔｏ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ｉｎｈｅｒｉｔｅｄ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ｂｙ ｐｏｓｔ⁃Ｋｅｙｎｅｓｉａｎ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ｕｌｌ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ＥＬ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ｈａｓ ｎｏｔ ｂｅｅ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ｆｒｏｍ 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ｐ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ａ

ｂｕｄｇｅｔ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ｈｏｃｋ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ｒｉｓｅｓ， ｉｔ ｍａｙ ｂｅ ｃａｐｔｕｒｅｄ ａｎｄ ａｂｕｓｅｄ ｂｙ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ｕｒｎ.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ｒｇｕｅｓ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ｏｗｎ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ｈｅ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ｌ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ｇｉｖｅ ｉｔ ｍｏｒ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ｌｙ ｄｒａｗ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ｔｉ⁃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Ｍｉｎｓｋｙ，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Ｌ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ｔｒｏ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ｆｏｒ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Ｗａｒ ｏ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Ｆｕｌｌ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Ｊ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２２， Ｂ２６， Ｂ３１， Ｈ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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